
引 言

人身意外保险合同基本均载明类似条款，即被保险人因遭受意外伤害事故，并自事故发生之日
起一定时间（90日或180日）内伤残或死亡的，保险人应按约给付伤残保险金或死亡保险金。随着被保
险人在限定期限外伤亡而被拒赔的现象增多，因对该条款效力认知不一而进入诉讼程序的案件亦日
渐增加。国内外法院对此亦作出了不同的判决，有的观点认为保险责任时间限制条款系免责条款，在
未经保险人提示、说明的情况下对投保人不发生效力；有的则直接认为该条款因违反公序良俗而无
效；还有的观点认为该条款系有效条款，双方应予恪守，但在特定的条件下，被保险人虽在限定的期
限外伤亡仍应获赔。然而，裁判观点的不一则引发了诸多问题：对保险人而言，不知可否继续推介载
明该条款的保险产品，是否应对该条款进行调整以及调整的尺度如何并无明确的方向；对投保人而
言，面对同一条款，其在何种情况下当被拒赔，在何种情况下又能获赔并无明确的指引，在效力无定
论的情况下，感觉官司“输赢”全靠运气，不知围绕何种路径才能助力获赔。其实，保险责任时间限制
条款表面看似免除保险人的赔付义务，内在则蕴含其独特的价值功能，即限定合理的承保风险、精算
保费以确定对价、确立因果关系，故在对该条款的效力认定时，不能仅据其字面表述而给予否定性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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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而应结合其价值功能对条款的性质予以认定，进而对其效力作出判定。在明确保险责任时间限制
条款效力的基础上，厘清合同双方对该条款的履行思路，以及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需要考量的具
体因素，不仅可给当事人作出明确的行为指引，亦可通过趋同的司法判决来推动保险责任时间限制
条款的调整与完善。

一、保险责任时间限制条款的效力争议

（一）保险责任时间限制条款的含义
尽管保险责任时间限制条款已引起了关注，但对何为保险责任时间限制条款并无明确的定义，

即便是保险业较为发达的西方国家亦是如此。因此，我们通过现有的理论研究及保险条款的实践运
作对散落其中的观点予以提取、总结，进而提练出初步的含义。从学理上而言，对“保险责任时间限制
条款”的含义几乎未从普遍意义上予以明确，而是直接采用列举的方式，认为保险合同载明的以下情
况即为保险责任时间限制条款：（1）被保险人因遭受意外伤害事故，并自事故发生之日起一定时间内
伤残或死亡的，保险人应按约给付伤残保险金或死亡保险金。“一定时间”一般为90日或180日之内；
（2）意外伤害保险作为人寿保险的附加险时，会增设意外死亡双倍或多倍型赔付条款，即如果被保险
人自遭受意外伤害事故之日起一定时间内死亡，受益人可以获得保险金额的双倍或多倍给付。“一定
时间”一般为90日。从实践上而言，在对各类保险合同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发现，人身意外保险合同在
保险责任（或保险范围或保险金给付）项下载明“被保险人自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180日内身故的，保
险人按保单所载被保险人意外伤害保险金额给付身故保险金”〔1〕及“被保险人自意外伤害发生之日
起180日内因该意外伤害致残的，保险人按本保险合同所载的该被保险人意外伤害保险金额及该项
残疾所对应的给付比例给付残疾保险金”。保险合同中上述条款所载内容与现有理论研究中的“时间
限制条款”较为相符，只是不同保险公司的保险条款表述略有差异。
根据上述理论研究及实践运作情况可见，所谓保险责任时间限制条款是指在人身意外险的“责

任范围”项下，对被保险人伤亡的发生与保险事故间的时间距离给予一定的期间跨度限制，保险人对
该特定时间域内发生的伤亡按约定标准给付保险金的条款。如果严格依照字面含义来执行，只要被
保险人的伤亡时间超出了时间限制，哪怕仅超出一天，受益人将无权获得保险金，〔2〕故该条款的设置
能在一定程度上限缩保险公司的赔付责任。
（二）国外的司法立场
鉴于美国有关保险责任时间限制条款的效力争议较早，研究讨论得亦最充分，呈现出一个渐变

但又有所反复、至今仍有不同争论的立场，故域外司法立场即选取美国作为代表。美国对保险责任时
间限制条款的态度基本分为三个相对独立的阶段：肯定效力期、否定效力期、回归约定的调整期。
美国关于保险责任时间限制条款效力的争议始于1868年的“派瑞”案，案涉保险条款载明若被保

险人因意外事故而遭受伤害并在事故发生之日起90天内死亡的，保险人负有给付意外死亡保险金的
义务，而该案被保险人恰好系在第91天死亡，故保险受益人派瑞诉至法院要求支付保险金，马萨诸塞
州最高法院最终以被保险人的死亡超过了合同约定的特定时间范围而未予支持；直至1899 的“布朗”
案、〔3〕1936年的“克洛”案及随后的“马里恩”案，法院均以被保险人在事故发生后的死亡时间超出了保
单所限定的时间范围而对原告诉请不予支持。即便“克洛”案、“马里恩”案中保险责任时间限制条款所
限定的时间段仅有30日，法院亦认为时间限制长短是否合理应该由立法机关而不是法院来规制。

〔1〕孙素华：《意外伤害保险合同中忽视因果关系的时间限制条款无效》，《人民司法（案例）》2018年第29期，第73—76页。
〔2〕周学峰：《论意外死亡保险合同中时间限制条款的效力》，《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 9 期，第14页。
〔3〕同上文，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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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时间限制条款的态度有所转变的是1973 年的“伯恩”案，宾夕法尼亚州最高法院对时间限制条
款持否定态度，认为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即处于植物人状态，若被保险人的家属支出了更多的
医疗费用，寄希望于使其生命延长，反而得不到保险人的赔付，系与公共政策相背离的，再加之本案
被保险人系非常确定地死于意外事故，故时间限制条款在本案中不适用。之前的案件之所以认可时
间限制条款的约定，系因意外伤害是否是被保险人死亡的唯一原因并不十分清晰。随后宾夕法尼亚
州的执法机构宣布保险责任时间限制条款系有违公共政策而无效，保险公司不得再提供含有此类条
款的保险。至1978 年，该州的立法机构修订了该州的《保险法》，禁止保险合同中含有保险责任时间限
制条款。之后的新泽西州法院在“卡尔诉纽约人寿保险公司案”中以被保险人死因明确，否定了时间
限制条款的约束力，但认为本案中所裁决的并不表明时间限制条款在所有的案件中均因违反公共政
策而无效，若被保险人死亡原因存疑，时间限制条款依然有效。〔4〕

遗憾的是，美国司法立场由“肯定至否定”的转变并未得到后续司法领域的一致认同，就美国的
大多数州法院而言，后续并未延续“伯恩”案或“卡尔”案的做法，而依然肯定时间限制条款的效力。
（三）国内的司法态度
我国大陆地区对保险责任时间限制条款约束力的判决起步较晚，目前尚处于探索期，实践做法

并不统一，且无明显的阶段性区分特征。如2012年河南省新野县法院审理的“原告田某某与被告华泰
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阳中心支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案”，法院判决认为时间限制条款系格式
条款，免除了保险人依法应承担的义务，且有违公序良俗，故认定该条款为无效条款。〔5〕2016年安徽省
广德县法院审理的“黄某与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宣城中心支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
案”，〔6〕一审法院认为被保险人系在保险条款所限制的时间之外死亡，保险人不予赔付身故保险金，二
审法院则认为保险人提供的时间限制条款系格式条款，排除了被保险人的权利、免除了保险人依法
应承担的义务，不合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该时间限制条款对当事人不产生效力，〔7〕遂对一审法
院予以改判。2017年常州市天宁区法院审理的“陈某某、季某某等与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常州中心支公司意外伤害保险合同纠纷案”，〔8〕一审法院认为时间限制条款易致被保险人受伤后无法
得到及时救治，甚至引发二次受伤道德风险，违反保险法关于尊重“社会公德”的要求，还认为该条款
系免责条款，因保险人未尽说明义务而不发生效力。而二审法院〔9〕则认为时间限制条款为合法有效
条款，但在本案不应恪守，系因本案中被保险人摔伤这一意外事故系其死亡的近因，保险人应予赔
付。2018年上海市虹口区法院审理的“潘某某诉新华人寿保险合同纠纷”，〔10〕法院判决认为时间限制
条款即非免责条款亦非无效条款，而系一合法有效条款，在通常情况下当事人应予恪守，但当意外事
故系被保险人的直接原因时，该时间限制条款对当事人将不具约束力，保险人仍应予以赔付。
（四）不同争议观点的概括总结
上述国内外关于保险责任时间限制条款效力的司法态度虽各不同，但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

种：
1.认为系免责条款而不发生效力
该观点的持有者系从更广义的角度去理解“免责条款”，凡是保险人限制自身承保风险与赔偿责

任范围、赔偿限额的都属于免责条款。该观点认为保险责任时间限制条款正是通过对责任期间跨度
的限制，来限缩保险赔偿范围，应属免责条款。对于免责条款，我国目前采用的系程序与内容双重控

〔4〕前引〔2〕，周学峰文，第17页。
〔5〕参见（2012）新城民初字第218号民事判决书。
〔6〕参见（2016）皖1822民初3766号民事判决书。
〔7〕参见（2017）皖18民终486号民事判决书。
〔8〕参见（2017）苏0402民初1278号民事判决书。
〔9〕参见（2017）苏04民终2319号民事判决书。
〔10〕参见（2017）沪0109民初24222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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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11〕亦称信息规制与内容控制，但首先采用的仍系程序（信息）控制，“若信息规制能够确保意思自
治在更大范围内得以实现，则可以减少内容控制的介入频率和范围”，〔12〕程序控制即要求保险人对投
保人就免责条款进行提示、说明，如果保险人未就保险责任时间限制条款的内容、含义及法律后果进
行提示说明，则该免责条款不能作为保险合同的组成部分，对当事人不发生效力；只有当免责条款符
合了程序控制的要求，进入约束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的锁链时,再对条款的效力进行内容控制，即审
查该免责条款是否违反了强行法的规定,再由裁判机关依法宣告其效力；若为有效，则再遵循“不利解
释”的原则，对被保险人的利益予以保护。这也系按合同缔结、效力及解释的环节依次展开，体现了从
程序保障到实质正义的公权介入意思自治领域强度的逐层递进。〔13〕当然，有些法院对免责条款的适
用论证先系从条款无效角度出发，随后又从程序控制角度论证保险人未尽说明义务，因而条款不生
效，这实际上混淆了对免责条款的控制顺序。如前述案例中的“黄洋与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宣城中心支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案”〔14〕“陈某某、季某某等与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常州中心支公司意外伤害保险合同纠纷案”，〔15〕前案的二审法院宣城中院、后案的一审法院常州市天
宁区法院均先通过认定条款“不符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及社会公德内容”来论述条款无效，只是
最终将该条款作为“免责条款”来定性，从而认为对当事人不发生效力。

2.认为系无效条款而无约束力
持该观点的理由又各有不同，有的认为保险责任时间限制条款系违反了公序良俗、公共政策等

而归于无效，有的则认为系违反了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即《保险法》第19条而无效。前一观点认为
如果承认该条款的效力，则有可能导致投保人为获得理赔而放弃救治被保险人，不利于鼓励良好的
社会道德风尚。后一观点认为保险责任时间限制条款系通过对保险责任时间长短的限制，免除了保
险人应承担的保险金给付义务，亦排除了被保险人应享有的权利,违反了《保险法》第19条的强制性规
定，当属无效。如持前一种理由的判例有美国1973 年的“伯恩”（Burne）案。持后一种理由的判例为“田
秀英与华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阳中心支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2012）新城民初字第218
号）案”。

3.认为系有效条款应视情突破适用
该观点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被保险人的伤亡往往会有事故之外的因素介入，因此从公平性考

虑，给保险责任作出一个时间限制以防止外来因素介入系合理的；至于限定的具体天数则需保险人
借鉴长期、大量临床实践经验及数据进行精算形成，这样的限定并非对保险合同各方合法权益造成
实质损害，亦不能据此认定该保险责任时间限制条款为无效，更不能据此认为该条款与保险目的相
违背。但在被保险人的伤亡与意外事故之间存在确定的因果关系时，应突破该条款对于当事人的约
束，判定保险人予以赔付。如美国1868年的“派瑞”等案，国内的“潘某某诉新华人寿保险合同纠纷”
案。

二、保险责任时间限制条款并非免责条款而不发生效力

关于“免责条款”，目前并无明确统一的定义。但无论表述存在何种差异，免责条款归根到底系对
属于承保风险范围内发生的保险事故免除自身承担赔偿责任的条款。〔16〕由此可见，免责条款系以保

〔11〕方志平：《保险合同部分无效的类型化考察》，《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09年春季卷，第142页。
〔12〕马辉：《格式条款信息规制论》，《法学家》2014年第1期，第112页。
〔13〕王静：《我国〈保险法〉第19条司法适用研究———基于保险格式条款的实施分析》，《政治与法律》2014年第11期，第91页。
〔14〕参见（2017）皖18民终486号民事判决书。
〔15〕参见（2017）苏0402民初1278号民事判决书。
〔16〕刘建勋：《新保险法经典疑难案例判解》，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94页。

保险责任时间限制条款的效力分析

145· ·



东方法学 2019年第 6期

险人应承担的保险责任为先决条件，在此范围内排除的风险与损失才属免责，如果本就不属保险责
任范围，则“免责”更无从谈起。而保险责任范围是指保险人依据保险合同约定所承担的给付保险金
责任，亦即投保人为被保险人购买保险产品所能得到的服务。〔17〕基于不同险种、不同费率精算基础的
考量，唯有经明确限定之风险与损失才属于保险人的保险责任范围。〔18〕而保险责任范围限定风险的
形式通常为设定赔偿比率、〔19〕限制承保风险因素、保险金额等，但这些限制系由保险合同的技术性决
定，均经保险精算并在公平定价环节得以体现，用于界定保险人承担的风险范围，而非排除保险人本
应承担的责任。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保险责任时间限制条款不属免责条款，主要理由如下：
（1）时间限制之外的风险尚未进入保险责任范围。保险责任时间限制条款本身即以界定保险人

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形式而存在，即“被保险人在某一定的时间内伤残或身故的”保险人按约给付保险
金。换言之，该一定时间之外的保险事故所造成的损失本就不属保险人所提供的服务范围，既然不属
保险责任范围，则保险人不予理赔即属当然。由此可见，保险责任时间限制条款系关于涉案险种对保
险范围的划分、界定条款，而非保险责任范围内的免责条款，若凡因涉及缩限理赔范围而被视为免责
条款，则有违契约精神。
（2）时间限制之外的风险恰系其他险种承保的风险。基于与其他险种承保风险的划分，某一险种

保险责任外的风险往往是其他险种承保的风险。以《车辆损失险》为例，“发动机进水导致车辆损害不
予赔付”这一除外责任，正是《水渍险》承保的风险，故不能认定该“除外责任条款”系免责条款。目前，
国内各保险公司推出的意外伤害险关于保险责任时间限制的长短不一，基本为90日和180日，当然保
险人承担保险责任的时间段越短，收取的保费越低，反之亦然。若投保人觉得保险人仅在保险事故发
生后90日内承担责任时间过短，则可选择保险人在180日内承担责任的险种，前提系其承担更高的保
费。由此可见，保险责任时间段较短险种的除外责任，正是保险责任时间段较长险种的承保范围，故
不能因保险责任作了时间限制即认定该条款为免责条款。当然，保险责任时间限制条款中具体天数
的确定是一个“经验式”的调整过程，会随医疗条件的成熟及投保人需求的多元化而发生变化。究竟
限制多久时间最恰当，应交由市场竞争机制决定，而非由法律强行规制。
（3）保险责任时间限制条款并非系具有远期不确定性且易引发忽略的隐藏性义务条款，无需通

过免责条款的控制规则对其加以规制。所谓隐藏性义务条款，即以特定义务的履行作为承保风险的
要件之一，若投保人、被保险人违反该义务，保险人则主张该危险不属承保范围故无须负责。〔20〕其中，
投保人、被保险人需履行的特定义务通常隐藏在条款的表述中，若保险人不加提示很难被察觉，即便
投保人、被保险人能察觉到，就其通常的认知水平亦是难以理解的，特别是该义务的内涵、外延边界
以及违反该义务的法律后果，均需保险人加以特别说明。从合同法的逻辑和行为法律经济学的角度
分析，保险法对条款内容的控制不应适用于保险给付事由（包括描述危险条款与限制危险条款）、保
险金计算方式或给付标准及保险费等保险核心给付条款，而主要应当适用于具有远期不确定性且易
引发格式条款接受方忽略的约定义务条款，尤其是表现为危险限制条款外观的隐藏性义务条款。〔21〕

就保险责任时间限制条款而言，其系载明于“保险责任”项下的正向描述条款，属保险合同的主要内
容，在保险合同成立时即已确定，且描述直接明了即“不得超过一定时间（90日或180日）”，法律后果
亦显而易见即“超过限定时间不予赔付”，系一般理性人在无须特别说明的情况下即可理解的内容，
亦系当事人首要关注的内容，不属于远期不确定性、易引发忽略的隐藏性义务条款；相反，该条款本
质是通过时间来限制危险的条款，不仅系保险人确定保费的关键因素，亦决定了被保险人在多长的
〔17〕曹兴权：《保险缔约信息义务制度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版，第230页。
〔18〕江朝国：《保险法基础理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第283页。
〔19〕典型的如免赔额（率）的设定。
〔20〕前引〔13〕，王静文，第97页。
〔21〕前引〔13〕，王静文，第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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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跨度内可获赔，属保险核心给付条款，故保险法无须将条款内容的控制规则适用于保险责任时
间限制条款。〔22〕鉴于保险法对条款内容的控制路径为有效订入合同的要件、条款内容的有效性评价、
条款的解释规则，〔23〕且首先体现为对免责条款的程序性控制。既然保险法无需将条款内容的控制规
则适用于保险责任时间限制条款，则自然亦不应将对免责条款的控制规则适用于之，由此可反推保
险责任时间限制条款并非免责条款，因为凡是免责条款均要接受条款内容控制规则的约束与规制。
鉴于保险责任时间限制条款并非免责条款，则司法实践亦无须考量保险责任时间限制条款是否

经过了程序控制而被有效订入合同一事，投保人作为合同相对方在自愿签订合同后理应予以遵照，
投保人亦不能以保险人未履行提示、说明义务来主张保险责任时间限制条款对其不发生效力。

三、保险责任时间限制条款并非无效条款而不具约束力

判断保险责任时间限制条款是否属无效条款，关键在于该条款是否符合《保险法》第19条关于无
效条款的规定，再结合《民法总则》《合同法》关于无效条款之规定，还应分析保险责任时间限制条款
是否存在加重投保人责任及违反公序良俗之情形。
（一）不属“免除保险人依法应承担的义务”之情形
禁止“免除保险人依法应承担的义务”绝不意味着对投保人权益保护的单方面、无条件倾斜，而

应对保险人免除何种义务当属无效作出明确界定。《保险法》第19条第（1）项中的免除“义务”应界定
为“强制性义务”及引发权利义务失衡的“任意性义务”。〔24〕换言之，若某一条款仅仅是免除了一项微
不足道的任意性义务，且该义务的免除并未引起当事人间权利义务的失衡，则不能认定该条款系无
效条款。所谓强制性义务，系为法律中的强制性规定所赋予保险人的义务，系对法律关系的强制安
排，且能够体现保险法特性、宗旨，使之与他法相区分的特有义务，〔25〕如涉及保险利益、重复保险、超
额保险等方面的义务规定,不得以任何形式排除（含约定排除）保险人对该义务的履行，而不论该排除
是否对投保人、被保险人有利。然而在《保险法》中，除了强制性义务外，任意性义务也占相当大的比
例，主要表现形式为“合同另有约定除外”。任意性义务系对当事人意思表示的补充和解释，当事人可
以约定变更甚至排除适用，但该排除适用应有前提，即不能引发权利义务失衡。〔26〕这亦是德国法系学
者主张的观点即“应强化任意性规范的作用”,对当事人排除任意性规范的约定,需要以公平观念严格
审查。〔27〕其目的在于防止保险人以附合契约之方式剥夺被保险人权益。〔28〕

那么保险责任时间限制条款是否属免除了保险人的强制性义务或致权利义务失衡的任意性义
务呢？其实不然。任一合同法律关系均有其起止时间点，时间性决定了法律关系的具体性。〔29〕但保险
合同系射幸性合同，即当保险法律关系建立后，若无保险事故发生，保险人则无需履行给付义务，只
有当保险事故发生才导致权利、义务关系向实定化转变，射幸法律关系才最终转化为实定的权利义
务关系。为了确定保险人承担责任的区间，《保险法》设定了“保险期间”这一概念，但对于每一具体的
保险事故而言，保险期间只是规定了责任的起点，而对于该起事故的责任承担到何时结束，仅凭保险
期间并无法加以控制。特别是对人身保险而言，人体隐性损伤结果的显现需要一定的时间，而保险人

〔22〕参见［日］山本丰：《消费者契约法（3完）》，《法学教室》第243号2000年，第62页。
〔23〕刘学生：《保险条款的效力评价———新〈保险法〉第十九条的理解与适用》,《保险研究》2009年第6期，第8页。
〔24〕该分类系借鉴德国保险法上“绝对强制规定”与“相对强制规定”理论所作的分类。
〔25〕如法律针对保险利益、重复保险、超额保险等方面所规定的义务。
〔26〕刘学生：《保险条款的效力评价一新〈保险法〉第十九条的理解与适用》，《保险研究》2009年第6期，第9—10页。
〔27〕李永军：《合同法》，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69页。
〔28〕江朝国：《保险法论文集（三）》，瑞兴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130—131页。
〔29〕［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上），王晓晔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版，第259—2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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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应对何段时间内显现的损伤结果承担责任，则需通过保险责任的时间限制条款来控制。《保险
法》不仅未将“保险人不得设置保险责任时间限制条款”作为强制性义务，相反在第18条明确规定保
险合同应当包括“保险期间和保险责任开始时间”，其蕴含的法理表明，保险法不禁止对保险责任苛
以时间限制，故在保险合同中设置保险责任时间限制条款当然不属免除保险人的强制性义务。鉴于
《保险法》中以“合同另有约定”作为表现形式的任意性规范，亦未链接到任何不得设置保险责任时间
限制条款的精神，故该条款的设置当然不属排除保险人的任意性义务，更无须讨论该任意性义务是
否属致权利义务失衡。更何况《保险法》第19条规定的“免除保险人依法应承担的义务”的前提是投保
人针对保险人应承担的义务支付了保费作为对价，却因条款的设定免除了保险人依法应承担的义
务，从而致投保人、保险人间的权利义务配置失衡。而无论是90日还是180日的时间限制条款并非属
于《保险法》第19条第（1）项之情形，根本在于投保人支付保费的对价仅为被保险人于限定时间内伤
亡应支付的保险金，故保险人对限定时间外不予赔付之约定不属免除保险人依法应承担的义务，因
而也无法据此认定该时间限制条款无效。
（二）不属“排除了投保人、被保险人依法享有的权利”之情形
投保人、被保险人的权利源于其与保险人建立保险合同，并支付保费。在保险责任时间限制条款

中，保费的核定受双重时间因素的制约，一系保险期间，另一则为被限定的“责任时间”。保险人并未
就时间限制之外造成的损害结果进行保费核算，投保人亦并未就时间限制之外的保险责任支付对
价，因而其不具权源而当然不享有该部分的保险权利。而《保险法》中的所谓“免除权利”，是指投保
人、被保险人本应享有某些权利，而因该条款的设置使其丧失。而保险责任时间限制条款则并非如
此，其系先通过时间限定来明确权利的范围，对于时间限定之外的权利本就不该享受，而非系因条款
的设置而被免除。故保险责任时间限制条款并非系免除了投保人、保险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的条款。
当然，司法实践中应对免除何种权利方可认定无效加以谨慎把握。虽然《保险法》第19条第（2）项未

对排除的“权利”加以限定，但仍应传承《合同法》的原意，只对排除主要权利的条款才可认定无效。若某
一条款排除的并非投保人、被保险人的主要权利，则完全可通过比照下文论述的是否属“加重投保人、被
保险人责任”来判断该条款的效力，让裁判者可根据合同目的予以灵活把握，避免了“只要排除权利即为
无效”的一刀切效果。在“主要权利”的认定上，则应为投保人、被保险人享有的能够决定保险法律关系续
存与否、获得保险金与否以及阻碍该类权利实现（通常会导致这些权利灭失）的程序性权利等。〔30〕

（三）不属“加重了投保人（被保险人）的责任”之情形
《合同法》对格式条款效力的控制方法主要体现在：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

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而其中“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在《保险法》中
的落实即为《保险法》第19条的第（1）、（2）项。鉴于上文已分析了保险责任时间限制条款是否因属该
两项之情形而无效，故这里仅对保险责任时间限制条款是否系违反了“加重对方责任”进行分析，而
在保险合同里，保险人的对方即为投保人。
该条关于无效条款的控制条件其实和上述两个控制条件是一个问题的两面，若某一条款系“免

除保险人依法应承担的义务”或“排除了投保人、被保险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其必然是加重了投保人
的责任。只不过前两种情形的判断标准更清晰，因所免除的义务、排除的权利系法律、行政法规明确
规定的。而何为“加重责任”并无明确规定，需要裁判者加以主观判断，而判断的标准则为权利义务是
否严重失衡且被保险人因此而遭受重大不利。其与我国《民法总则》《合同法》要求遵循诚信原则，公
平分配当事人权利义务的总体控制要件相符。但在适用顺位上应优先适用保险法第19条（1）、（2）项
之情形，只有当该条款存在明显不公，依照该两项又不能对照法律、行政法规找出其所免去的义务及
排除的权利名称时，才可分析该条款是否因权利义务分配失衡而加重了投保人、保险人的责任。

〔30〕若保险条款设置以下内容则为排除投保人、被保险人依法享有的主要权利：如不准投保人以未明白提示、说明义务的内容来对
抗免责不生效；要求被保险人在短于法律规定的时间内履行损失通知义务；要求投保人先履行特定程序再向保险人索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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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重责任”意味着投保人欲想行使其本有的权利，则要接受保险人提出的更为苛刻的要求，通
常表现为保险人列出诸多法外义务、更高义务要求投保人必须遵守，否则保险人有权拒绝履行义务。
例如，允许投保人解除合同，但要求其支付违约金，否则保险人不予退还保费；要求投保人提供满足
保险人要求但实际与索赔请求无关的文件等证据；向投保人提出不合理的证明要求，让其承担本不
应负担的举证责任等。之于保险责任时间限制条款而言，被保险人在时间限制之外本无权利可享，即
便对投保人苛以再轻的责任，也无法让被保险人享受到时间限制之外的权利，故保险责任时间限制
条款的设置不合“苛轻责系为了更好享受权利”的逻辑，不属“加重投保人（被保险人）责任”之情形。
（四）不属违反公序良俗之情形
当某一条款的设定违反公序良俗时，之所以认定为无效，目的在于发挥公序良俗给当事人乃至

全社会所带来的正面激励效果，从而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而在一般的民事法律关系中，无论侵权还
是合同，当事人后续需履行的权利、义务在民事法律行为生效的一刹那业已固定，且该违反公序良俗
的条款本身亦是刚性的，司法必须通过禁止或准许的明确态度才能对其形成正确导向，而无法通过
该条款自身的调整去实现之。如房屋买卖合同中载明的“借名买房”条款，只有通过否定之才能维护
正常的市场交易秩序，而无法寄希望于该条款更改为“直系血亲或五代以内旁系血亲可借名买房”或
“五年内仅能借名一次”这样的自身完善去达到维护公序良俗的目的，因为无论怎么调整，与公序良
俗总是相悖的。而保险责任时间限制条款则不然，若认为该时间段的限定可能使受益人出于担心丧
失保险金的心理而不对被保险人积极救治而违背良俗，那么可对保险责任时间限制条款重新设置，
通过延长、放宽保险条款所限定的责任期限以确保被保险人的伤情在该时间内足够得以救治，只不
过需要投保人支付更高的保费。既然能够通过条款自身的完善来打消违背良俗的顾虑，就无须以违
反公序良俗来否定该条款的设置。
其实，在载有保险责任时间限制条款的保险产品中，受益人顾虑丧失保险金而不对被保险人救

治从而使生命定格在限制的时间内系完全无必要的，因为对被保险人而言，若其在限定的时间内未
死亡，那么其可在该限定的时间内进行伤残等级的鉴定，通过领取伤残赔偿金的形式来获赔。若被保
险人伤势严重濒临死亡，其伤残等级应为一级，在获赔金额上与死亡赔偿金并无差别。故受益人仅以
此顾虑不能证明该条款有违公序良俗，只能说明受益人为了获取保险金而放弃对被保险人救治系存
在道德风险。而保险责任时间限制条款所滋生的道德风险问题，就如同所有的保险均会面临一定的
道德风险一样，可通过一定的手段与方法加以控制，但不能据此认为其因违反公序良俗而归于无效。
综上所述，审判机关作为居中裁判者，应尽量不要直接干预保险产品的设计，不去轻易否定保险

条款的效力。在极具专业性且充满创新的保险格式条款领域，如何于尊重保险格式条款技术品性与
被保险人利益保护间维持适度张力亦是司法实践的一门必修课。

四、保险责任时间限制条款系有效条款应结合价值功能具体考量

从保险合同的订立过程来看，保险责任时间限制条款系载明于投保单上，投保人先填写投保单并
认可载明内容，然后将其提交保险人，发出投保要约，保险人同意承保后向投保人开出保险单，载明保
险责任范围、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由此可见，该条款载入保单的过程在形式上符合一般合同的有效
订立过程，即经双方磋商、一致同意，不存在无效条款的形式瑕疵；又鉴于上文已经分析过保险责任时
间限制条款在内容上不属无效条款之情形，故该条款无论在形式还是内容方面均系代表双方真实意
思表示的有效条款。至于保险合同需弥补双方主体能力悬殊的问题则可通过赋予保险人更重的先合
同义务加以解决。保险人作为保险产品的专业经营机构，其负有推介适格的保险产品之义务，其在与
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的过程中应基于诚实信用原则而履行先行义务，在法律条文中体现为《合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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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Robert E. Keeton,“Insurance Law Rights at Variance with Policy Provisions”, 83Harv. L. Rev（1970）:961.
〔32〕［奥］海尔穆特·库齐奥：《动态系统论导论》，张玉东译，《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第42页。
〔33〕在我国《保险法》中的体现为：第17条是以提升合意度、实现意思自治为直接目标；第19条是对权利义务严重失衡的控制；第

30条的不利解释能督促保险人起草含义清晰的条款，使之不会过分偏离投保人的预期。
〔34〕马宁：《保险合同解释的逻辑演进》，《法学》2014年第1期，第85页。

第42条、第43条所规定的诚信缔约义务、告知义务、保密义务、保护义务等。就告知义务，系《合同法》第
42条第（2）项及《保险法》第17条第1款。这里应告知的事实并非一般事实，而是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
事实，且该告知应符合投保人的缔约目的。故保险人在合同订立之初仍需就责任时间的限定向投保人
予以告知，若有不同责任期限的产品尚需就责任时间的长短、保费及保险金额的差异进行告知，便于
投保人知悉并作出合适自身情况的选择。若因保险人未予告知导致投保人未能正确选择保险产品，投
保人只能要求保险人承担缔约过失责任，而不能遵循免责条款的思路，主张该条款对其不发生效力。
鉴于保险责任时间限制条款系有效条款，合同双方对该条款约定应予恪守，保险人原则可就时

间限定之外的理赔要求不予赔付。但若因刻板执行条款的字面意思，致实质上否认了伤亡与保险事
故之间的因果关系，从而导致该条款“确立因果关系”的价值功能流于形式，则司法裁判应对该拒赔
的正当性进行考量，具体的考量因素有两：一是因果关系。即在保险责任限定的时间之外，考量保险
事故是否系被保险人伤亡的直接原因，保险人的伤亡是否有外来因素介入以及具体的介入度如何。
虽被保险人在限定的时间外伤亡，但只要有清晰度、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意外事故确系致被保险人
伤亡的单独直接原因时，受益人的权利应不受该时间限制条款的影响，可从保险人处获赔。当然，若
保险人认为被保险人的伤亡系由其他介入因素所致，则由保险人举证证明。即便被保险人的伤亡系
由保险事故及其他因素共同造成，亦需考量保险事故是否启动了因果关系链条的顶环，并实质性地
促成了被保险人的伤亡，若是，则可认定被保险人的伤亡与保险事故具有直接因果关系，从而不受时
间限定的约束亦可获赔。二是被保险人的合理期待。合理期待原则是美国保险法学者基顿（Keeton）在
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一项主张，当被保险人的合理期待与合同条款的文字含义不符时，应注重保护
被保险人的合理期待，而不是刻板地执行合同条款的文字表面含义。〔31〕我国虽未直接引入合理期待
原则，但《保险法》第30条的“不利解释原则”目的系督促保险人起草含义清晰的条款，使之不会过分
偏离投保人的预期，本质上即为合理期待原则的支撑规范，且“合理期待原则”在司法实践中亦常被
引用。根据比德林斯基之观点，合同法可体系化地解释为以下几个重要原则即“尊重意思自治、维持
给付均衡、保护合理信赖”。〔32〕在保险法领域，保护合理信赖可转换为满足投保人的合理期待。与之相
对应，意思自治、给付均衡、合理期待则共同构成了指引保险法规则建构的核心原理。〔33〕而该原理的
特征为：就同一事项而言，具有妥当性的原理之间可以互相补充，以一个原理的充盈来弥补另一个原
理的亏缺，〔34〕即一方的原理的不满足或者受侵害的程度越高，另一方的原理得到满足的重要性就必
须足够大。在载有保险责任时间限制条款的保险产品中，极有可能因信息提供义务未到位而致投保
人对时间限制条款的理解不充分，那么就要求保险产品必须在更大程度上满足被保险人关于获赔的
合理期待。甚至在保险事故与被保险人伤亡之间不存在直接因果关系时，只要被保险人有足够证据
证明其对保险金的给付存在客观上的合理期待，保险人就应予以赔付。且在保险责任时间限制条款
推出的初期，应特别注重运用“合理期待”原则对保险赔付加以干预，否则会导致保险人停滞不前，无
心研究更多的时间限制长短不一的保险产品，最终使投保人的选择权受到限制，从而导致系统性的
缺乏相应保险产品。

结 语

保险责任时间限制条款的效力之所以受到质疑与否定，系源于该观点的持有者并未剖析条款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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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ime limit clause of the insured liability refers to the situation where the in-
surer assumes the insured liability when the insured person suffers from death or casualty within
the set period in the contract. In view of the fact that the clause exempts the insurer from liability
for indemnity beyond the limited period of time, its validity is often questioned, and domestic and
foreign courts hold different views on it. The clause seems to exempt the insurer from certain lia-
bility, but its essence targets to confine the insured risks within reasonable realm, to calculate
premium to determine consideration and to define the cause and effect between the accident and
the casualties. Thus such clause should not be deemed as sheer liability exemption or invalid. It
is necessary to combine its function and value when it is related to concrete application in the
contract. The factors include the consideration on the cause and effect mentioned above and on
whether the compensation lives up to the expectations of the insured person.

Key words : the insured liability; time limit clause; exemption clause; invalid clause; effec-
tive clause

后所蕴含的价值功能，仅据其表面文字而认定该条款免除了保险人的赔付义务；而保险人之所以“一
刀切”拒绝被保险人在限定期限外的伤亡理赔，究其原因亦在于未能领悟该条款设置的价值与目的，
简单地以限定的时间节点作为赔付与否的分界。
其实，结合保险责任时间限制条款“限定承保风险”的价值功能来看，该条款系通过时间限定的

方式来界定保险责任范围，而非排除保险人本应承担的责任，故该条款并非免责条款，投保人不能主
张因保险人未就该条款履行提示、说明义务而不发生效力，但可主张因保险人过错未尽到正确的告
知义务而要求其承担缔约过失责任。结合保险责任时间限制条款的“精算保费以确定对价”的价值功
能来看，投保人并未就时间限制之外的保险责任支付保费，因而当然不享有时间限制之外的保险权
利，保险人亦无须履行相应义务，故该条款不属“免除义务、排除权利、加重责任”型的法定无效条款，
至于大家所担心的公序良俗问题，则可通过索赔伤残保险金而非身故保险金的方式或通过延长、放
宽保险条款所限定的时间予以解决，故该条款并非无效条款，保险合同主体应予遵照恪守。但在该条
款的适用过程中，又应结合该条款“确立因果关系”的价值功能，在保险事故与被保险人伤亡存在实
质因果关系以及保险人拒赔有违合理期待原则时，司法应对被保险人的理赔持肯定态度，即便该赔
付是在限定的时间之外。
当然，上述结合保险责任时间限制条款价值功能对条款效力进行分析的研究路径，系建立在目

前含有保险责任时间限制条款的产品较为单一，且条款的描述较为简单、缺乏科学性的基础上。故亦
望通过此次研究促进“但书”版本的时间限制条款尽早出台，进而推动保险人开发更多的可供投保人
选择的时间限制长短不一的保险产品，从而使得该条款蕴含的功能价值得以显现，进而更能明确地
彰显该条款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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